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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
   政府，
良好的
政策

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举行首次
大选，选民在特兰斯凯排队投票。

保拉·朱利亚诺、普拉吉·米什拉、安东尼奥·斯普利姆伯格

经济改革可
能会使政治
家害怕，但
民主和经济
自由化一般
都相伴而行

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各国实施体制

改革，以增加国民收入并使国家经济更

加稳定的必要性。通过消除阻碍增长以

及稳妥实施体制改革（如贸易自由化、

私有化和对垄断的监管）的障碍，能够

增加潜在产出，并在长远的未来造福每

一个人。

即使如此，体制改革经常会对有权

有势的利益相关方造成影响，从而难以

实施。正如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

克所说：“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

该做什么，但却不知道一旦做了这些后

如何才能再次当选”（《经济学人》，

2007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

否一些制度方面的设置要比其他因素对

于改革的影响更大？毫无疑问，一个最

古老而且始终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是，

在政治和经济科学领域，政治自由究竟

是体制改革的必要因素还是阻碍因素。

这一问题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找到很好的

理论依据和大量的例子来支持其观点。

那些认为较为不民主的体制有利

于经济自由化的人可以举出20世纪70年
代和80年代智利处于奥古斯托·皮诺切

特的独裁统治时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韩国在朴正熙独裁统治时期所实

施的重要改革为例。许多现代工业化国

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并不是民主国家。例

如，在东亚，许多经济发展是在不民主

的体制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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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其中0代表最为专制的政体，1代表最民主

的政体。在一段时间内，对以下六个领域的改革进行

监测。这些领域是：国内金融、资本账户、产品市

场（电子和通信）、农业、贸易和经常项目交易（见专

栏）。其次，指数范围从0到1，其中0代表改革程度最

低，1代表改革程度最高。所有六个领域的改革情况表

明，改革与民主有着很强的相关性，民主的出现通常

先于撤销经济管制。图2表明国家各不同领域具有很强

的相关性。

较为民主的国家，改革程度较高，但两者之间的

相关性并没有表明民主是经济改革的必要原因。两者

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呈负相关，或者民主和经济改革共

同受到第三方因素驱动。民主对经济改革影响的很多

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

为确定民主是否是改革的原因，我们采用了新的

数据集。该数据集涵盖150个国家，涉及六个领域，时

间跨度超过40年(朱利亚诺、米什拉和斯普利姆伯格, 

理论上讲，专制体制可能有利于经济改革和增长

也有其引人注意的原因。一个完全民主的体制也可能

成为利益集团的牺牲品，因为这些利益集团将他们的

目标置于社会全体人员的幸福之上。有时，资本家较

难改变的寻租身份是阻碍经济改革的主要原因。在新

独立的国家，“慈善的独裁者”将为制度提供保护，

阻止政府向利益集团屈服，并使国家能够高效运转。

特别是在利益分配存在不确定性时，利益集团会阻挠

改革（费尔南德兹和罗德瑞克，1991年）。民主也可

能导致过度私有化、过高的公共支出以及投资不足 
(亨廷顿, 1968年)，专制国家能够通过金融紧缩政策

增加国内储蓄率。在民主体制下，国民收入一般较高

（罗德瑞克, 1999年）。不少国家（包括前苏联和许多

东亚国家）由于得到遏制的行政系统和严格监管下的

金融体系，从而增加了储蓄并最终实现了较高的经济

增长。

是否这些历史经验和理论根据对民主制度在经济

改革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利的反例呢？不，强有力的理

论根据和可靠的经验事实为经济改革与民主相伴而行

的论点提供支持。以下是一些理论根据：

• 独裁统治者的偏好选择会随时间改变。由于那

些偏好选择的变化不会受到法律的制约，因此独裁者

不能可信地致力于改革(麦圭

尔和奥尔森,1996年)。
•  独裁统治者往往具有

较强掠夺性，会破坏经济活

动并使改革变得毫无意义。

•  专制体制乐于推迟改

革以及限制改革支持者的产

生租金的活动。相反，民主

管理者一般对公众的利益更

为敏感，并更愿意实施改革

来打破垄断，以有利于公众

的利益。

•  由民主体制作保证

的、安全的财产权是经济发

展的关键。

许多经验事实表明，

改革和民主相伴而行。对不

同时期和国家的分析表明，

民主和经济改革的相关性非

常强。图1说明了不同时期

政治自由度指数和改革指数

的相关性。政治自由度指数

基于政体 I V数据库所确立

的标准（马歇尔和贾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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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第一首先到来
政治自由化通常先于经济改革。

        

Spilimbergo, 2/24/11

资料来源：政体IV数据库（马歇尔和贾格斯，2009年）和作者测算（朱利亚诺、米什拉和斯普利姆
伯格，2009年）。
注：该图表明在一段时期内的民主指数（通过政体IV测算，并在0—1之间进行标准化）和以下六个
部门或领域改革的相互关系。这六个部门或领域是：（1）国内金融，（2）资本账户，（3）产品
市场（电子和通信），（4）农业，（5）贸易（基于税率），（6）经常项目交易。民主指数以样
本国家特定改革指数的平均数测算，因工作组不同而有小幅变化。所有指数都进行了0—1的标准化
处理，0代表改革程度最低，1代表改革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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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经济改革之间具有很强的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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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们发现，民主体制的改善（通过政体IV数

据库测算）与实施经济改革有极大的相关性。从专制

政体转向完全民主的政体，与改革指数增长25%有很

大关系。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回馈效应——也就是说，

经济自由化并不会引发政治自由化。这一发现会使那

些相信与专制国家进行经济交流会引发政治变革的人

感到失望。

我们如何使民主有益于改革的发现与容克认为

的选民倾向于惩罚推进改革的政治家的观点相一致

呢？最终证据并不能支撑容克的担忧。布提、图里尼

和范登努尔德（2008年）的报告称，推进改革的政治

家并没有在随后的选举中失利，特别是在那些金融发

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大量削减预算赤字的政治后果也

图2

列队前行
越民主的国家，越可能进行经济改革。

Spilimbergo, 1/26/11

资料来源：政体IV数据库（马歇尔和贾格斯，2009年）和作者测算（朱利亚诺、米什拉和斯普利姆
伯格，2009年）。
注：该图表明了2000年由政体IV数据库所测算的民主指数（0代表最不民主，1代表改革程度最高）
和经济改革指数（0代表改革程度最低，1代表改革程度最高）之间的相关性。

国内金融

（经济改革指数） （经济改革指数） （经济改革指数）

（经济改革指数） （经济改革指数） （经济改革指数）

政治改革指数 政治改革指数 政治改革指数

政治改革指数政治改革指数政治改革指数

农业

0 0.2 0.4 0.6 0.8 1.0
0.2

0.4

0.6

0.8

1.0

0 0.2 0.4 0.6 0.8 1.0
0

0.2

0.4

0.6

0.8

1.0

0.0 0.2 0.4 0.6 0.8 1.0
0.2

0.4

0.6

0.8

1.0

0.0 0.2 0.4 0.6 0.8 1.0

0.2

0.4

0.6

0.8

1.0

资本账户

0 0.2 0.4 0.6 0.8 1.0
0

0.2

0.4

0.6

0.8

1.0

产品市场

0 0.2 0.4 0.6 0.8 1.0
0

0.2

0.4

0.6

0.8

1.0

经常项目交易贸易

体制改革数据集

我们的分析基于一个新的、全面的数据集。该数据

集由IMF研究部编辑，描述了150个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

的监管水平（见奥斯特雷、普拉蒂和斯普利姆伯格, 2009
年)。六个改革指标覆盖金融和实体部门。金融部门指标

包括与国内金融市场和外部资本账户相关的改革；实体

部门体制改革指标包括对产品和农业市场、贸易以及经

常项目改革。每个指标包括对每个部门监管环境总结的

分指标。分指标汇入整个指标和体系中，使所有对改革

的测算值在0—1之间，值越大代表自由程度越高。

是一样的。阿勒西纳、卡洛尼和莱切（2010年）在对

1975—200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个样本国家的研

究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快速削减预算赤字后，

政府会在选举中失利。

民主有益于体制改革，这是底线，但反过来说就

不正确，即由专制政府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并不能导

致转变为民主。而且，政治家担心选民会惩罚实施金

融部门改革或减少财政赤字的决策者，这是毫无依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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